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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障碍及消减对策分析* 

---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杨继平 

【摘 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主要包括就业歧视/赋能与收入性障碍、属地化管理与公共品供给障碍、传

统观念束缚与文化融合障碍等三个层面，以此来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因子分析

方法对长株潭城市群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障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相比于就业歧视/赋能与收入性障碍，

属地化管理与公共品供给障碍、传统观念束缚与文化融合障碍是长株潭城市群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的主

要成因。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与地区发展水平具有直接关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越不利于其融入城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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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而产生和不断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农民工的主体和主力军。新生代农

民工的提法首次在 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表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①1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

农民工农业和农村的特征减少，城市的特征明显增加，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不仅是为了挣钱，而且更向往现代化的生活

方式，对尊重、平等和社会承认有更多的企盼。新生代农民工由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转型成为逐渐脱离土地和农业而独立于城市

之中的新的阶层和利益团体，其发展变化趋势直接决定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主流农民工的特征和境况② 。由于受制于计

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惯性影响以及与之相关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的制度性障碍③ ，

新生代农民工在与其他利益团体博弈当中属于游离于城市主流社会的边缘弱势群体，在就业和权益保障等方面仍然面临着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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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①一般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成长与农村地区，并在进入劳动年龄后涌入城市务工，但没

有取得城市户籍的劳动者。 

②李培林、田丰：《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社会》2011年第 3期。 

③Silver H.“Social Exclusion and Social Solidarity”,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133（5），1994，pp.531-579. 

④吴伟平、刘乃全：《异质性公共支出对劳动力迁移的门槛效应：理论模型与经验分析》，《财贸经济》2016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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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如工资水平低下、欠薪现象严重、劳动安全卫生条件较差、农民工身份转换难、社会保障待遇普遍缺失、基本享受不到

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等等④ 。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尽快地得到有效改变，中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

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和扭转，也就不可能实现全社会的和谐。 

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研究。大部分学者从资本要素禀赋视角进行了探讨，

具体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资本与人力资本障碍，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因其资本享赋存量之阙如

与配比之失调而呈现同化、分离或边缘化的趋向①2 。部分学者从公共服务视角展开了分析，具体考察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

乡二元机制、属地化管理体制下的公共服务配给机制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影响，并认为公共品或公共服务的歧视性

分配政策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重要原因② 。此外，也有学者从文化与身份认同视角展开探讨，发现城乡文化二

元结构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重要因素，而且新生代农民工身份也会影响其城市融入③ 。基于此，本文首先从就

业与收入、公共品供给以及文化等三个层面解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生成逻辑，然后构建城市融入障碍的评价指标体

系，并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对长株潭城市群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提出具体的消减对策，为推进新生代

农民工城市融入提供参考。 

一、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生成逻辑 

根据社会适应理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逻辑起点就是进入城市，逻辑终点就是边缘化、分离、同化或者融合等四种

情境④ 。其中，同化、分离、边缘化均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不同表现。同化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始终处于客观主从关

系下的单向融入状态，最终被流入地社会所接纳，成为流入地城市的社会成员之一。分离是指在资本要素禀赋差异下，新生代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行为、价值、身份以及心理等方面形成互不认同且相互抵触的状态。边缘化是指渴望融入城市社会的新生

代农民工难以获得流入地城市社会的认可，同时又丢失了自身的文化与身份认同感，最终陷入“邯郸学步”式的迷惘之中，成

为城市的边缘人。从同化、分离以及边缘化的具体表现来看，城市融入障碍生成的内在原因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就业歧视／

赋能与收入性障碍、属地化管理与公共品供给障碍、传统观念束缚与文化融合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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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徐至寒、金太军、徐枫：《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路径的障碍及其消解― 基于资本要素享赋的视角》 ，《 经济社会体制

比较》 2016 年第 1 期；张宏如、李群：《 员工帮助计划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模型----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还是心理

资本》 ，《 管理世界》 2015 年第 6 期；王春超、叶琴：《 中国农民工多维贫困的演进---- 基于收入与教育维度的考察》 ，

《 经济研究》 2014 年第 12 期；谢桂华：《 中国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回报与社会融合》 ，《 中国社会科学》 2012 年第 4 

期。 

②王文周、康凯恒：《 进城务工人员社会融入状况及其障碍》 ，《 经济研究参考》 2014 年第 19 期；李梅香：《 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水平评估----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视角》 ，《 财政研究》 2011 年第 2 期。 

③Algan Y.,Bisin A., Manning A., Verdier T., Cultural Integration og Immigrants in Europ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Grpsjean P.,“The Weight of History on European Cultural Integration :A Gravity Approac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1(3),2011,pp.504-508；邓玮：《话语赋权：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新路径》，《中国行政管理》2016

年第 3期；杨菊花：《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 2期。 

④Berry J. W.,“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African Studies Review,17(2),1980,pp.79-88. 

⑤刘程：《 资本建构、资本转换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 ，《 中国青年研究》 2012 年第 8 期。 

⑥杨风、燕浩扬：《 失地农民城市融入的障碍与路径― 以山东省为例》 ，《 农村经济》 2015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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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业歧视/赋能与收入性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就业中的歧视以及在工作中所表现出的收入性障碍，共同构成了其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的经济资本缺失
⑤ 。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分割进一步衍生为二元就业制度，并造就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新生代农民工在惯性歧视与政

策排斥下，被迫从事着一些劳动报酬低、福利待遇差、工作环境恶劣且职业声望较弱的次属劳动力市场⑥ 。较低水平的工作报

酬提示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选择上的被动性与过滤性，以及在收入来源上的锁定性和收入区间上的限制性。这种就业歧视和

收入性障碍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上的低能循环与自致匮乏，尤其是外部赋能不足而导致的自我增值能力低

下。在高流动社会中，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城市从事着劳动附加值低、工作强韧度大且岗位替代性强的职业，这种工

作职业地位及收入报酬严重地限制了其经济实力与时间精力，使其难以获得优质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以致于陷入“低人力资本

---- 低附加值劳动----低人力资本投资”的恶性循环。 

（二）属地化管理与公共品供给障碍 

属地即工作管辖范围或是工作区域，属地特性有着明确的范围界限、具体的管理对象以及清晰的标准和要求。属地化管理

体制下，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是地方政府，各地方政府按照地域和行政界限进行事权划分，地方政府配置公共资源的重要

原则是以行政管辖为边界、以户籍人口为基数①3 。因此，在传统的属地化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不明确地负有对新生代农民工

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步人高流动社会后，即使中央政府关于事权责任进行了重新划分，但是地方政府依然具有按

照户籍人口进行公共资源配制的激励，以至于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流于形式，新生代农民工的公共品或公共服务供需失衡问题

也不断加剧② 。可见，属地化管理体制与高流动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直接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公共品供给障碍的出现，从而

成为影响其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阻碍③ 。 

（三）传统观念束缚与文化融合障碍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传统城乡分割观念普遍并长期存在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群体中，成为阻碍其城市融入的重要成因。出

于经济利益、公共服务供给以及城市管理等方面的考虑，地方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和社会时，通常只愿意将原有市民纳人，而

排斥农民工。这种来自地方政府的传统城乡分割观念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使他们成为城市社会的边缘

人。另外，城市本地居民也会在观念上挤压和排斥农民工。在城市本地居民看来，农民工不仅总体素质低下，而且工作习惯和

生活习惯较差，影响城市品质与生活秩序。所以，新生代农民工总是难以获取城市本地居民的心理与身份认同，更是难以享受

到城市的发展利好④ 。除此之外，新生代农民工难以摒弃农村地区的传统文化、主体意识和习俗，不能自觉改变根深蒂固的传

统观念，这种来自文化层面的观念和意识也是影响其完全融入城市的重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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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吴伟平、刘乃全：《 属地化管理下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供需匹配优化研究》 ，《 上海经济研究》 2016 年第 7 期。 

②周建明：《 高流动社会与属地化管理体制下的公共产品供给》 ，《 学术月刊》 2014 年第 2 期。 

③甘行琼、刘大帅、胡朋飞：《 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地方政府财政激励实证研究》 ，《 财贸经济》 2015 年第 10 期。 

④Chantal Lacroix, Immigrants,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Plagrave Macmillan UK,2010. 

⑤杨凤、燕浩扬：《 失地农民城市融入的障碍与路径― 以山东省为例》 ，《 农村经济》 2015 年第 5 期。 

⑥徐至寒、金太军、徐枫：《 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路径的障碍及其消解― 基于资本要素察赋的视角》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 16 年第 l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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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实证检验 

如上所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生成的内在原因具体表现在就业与收入、公共品供给以及文化等三个层面。那么，

在现实实际中，到底哪种融入障碍是主导性因素，还需要借助于实证方法进行深入考察。本文选择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典型案例

地，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问卷调查与访谈的方式获取分析数据，最终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实

证考察长株潭城市群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障碍。 

（一）指标设定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生成的内在原因具体表现在就业歧视／赋能与收入性障碍、属地化管理与公共品供给障

碍、传统观念束缚与文化融合障碍等三个方面，所以本文从上述三个层面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评价指标体系。在

指标体系构建时，具体参照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中心“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

个人问卷”以及杨凤和燕浩扬⑤ 、徐至寒等⑥ 的思路。其中，就业歧视／赋能与收入性障碍评价指标具体包括职业身份、收入

差距、工作压力、就业歧视、就业平等性、职业教育以及技能培训等 7 项；属地化管理与公共品供给障碍评价指标具体包括失

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居住条件、子女教育以及公共卫生等 8 项；传统观念束缚与文化融合障

碍评价指标具体包括教育理念、价值观念、文化差异、传统习俗、卫生习惯、衣着打扮、社会看法以及生活方式等 8 项。 

本文对三类评价指标具体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法编制问卷，其中，“ 1 ”为很差，“ 2 ”为比较差，“3 ”为一般/无法

确定，“ 4 ”为比较好，“ 5 ”为很好。另外，本研究选择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典型案例地，具体的调研地为长沙市的芙蓉区、

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以及望城区，株洲市的天元区、荷塘区、芦淞区、石峰区以及云龙示范区，湘潭市的雨湖区、

岳塘区以及湘潭县。具体调研对象为在当地居住一个月以上新生代农民工，问卷发放时间为 2015 年 4 一 9 月。具体的抽样方

式为分层抽样方法，即每个调研区抽取 400个样本，14 个调研区共抽取 5600个样本。共发放问卷 5600 份，收回问卷 5489 份，

有效问卷为 5277 份，分别占发放问卷总数的 98.02 ％与 94.23 ％。各评价指标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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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株潭城市群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因子分析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评价指标较多，所以，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各维度指标进行归并。在进行结构维度

测算前，首先需要检验各维度指标的因子分析适用性。研究表明，三类评价指标的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值和 KMO 检验值分别

为 5621.89 和 0.71 、5214.21 和 0.68 、5231.66 和 0.67 ，说明上述三类结构维度指标适用于因子分析方法。然后，运用因

子分析方法分别计算得到三类结构维度指标变量的因子特征值与方差贡献率，同时将初始因子载荷矩阵按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

进行旋转，以此得到旋转后的三类结构维度指数变量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表 2 一表 4 分别报告了各评价指标的因子载荷及因

子得分。检验结果显示，就业歧视／赋能与收入性障碍评价指标变量提取了 2 个主要因子，累积可解释 75.88 ％的信息；属地

化管理与公共品供给障碍评价指标变量提取了 3 个主要因子，累积可解释 77.81 ％的信息；传统观念束缚与文化融合障碍评价

指标变量提取了 3个主要因子，累积可解释 77.83 ％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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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长株潭城市群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比较与讨论 

利用就业歧视／赋能与收入性障碍、属地化管理与公共品供给障碍、传统观念束缚与文化融合障碍评价指标的因子得分，

可以进一步计算得到长沙、株洲、湘潭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结构维度指标的综合评价得分（表 5 ）。分析结果表明：

长沙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就业歧视／赋能与收入性障碍、属地化管理与公共品供给障碍、传统观念束缚与文化融合障

碍的综合评价得分分别为 3.90 、3.56 、3.16 ；株洲地区三类指标得分分别为 4.09 、3.78 、3.42 ；湘潭地区分别为 4.32 、

4.01 、3.64 。 

从纵向比较来看，长沙、株洲、湘潭等地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就业歧视／赋能与收入性障碍评价得分均高于属地化管

理与公共品供给障碍、传统观念束缚与文化融合障碍，而且传统观念束缚与文化融合障碍的综合评价得分均最低。由此说明就

业歧视／赋能与收入性因素对长株潭城市群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阻碍作用最低，属地化管理与公共品供给因素次之，而来

自传统观念束缚与文化融合因素的影响最大。其主要原因是，长株潭城市群的城乡二元分割所导致的就业二元结构并不突出，

以致于该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够获取较理想且较稳定的工作。而且，长株潭城市群的就业工资平均水平不高且差异性低，也

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歧视／赋能与收入性障碍维度评价较高的重要原因。后两种类型的障碍对长株潭城市群新生代农民

工城市融入的阻碍作用较高，是因为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子女教育等公共资源在目前还难以实现异地配置。 

从横向比较来看，长沙地区在三类结构维度指标的综合评价上得分最低，株洲地区次之，湘潭地区最高。由此说明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障碍越强。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城镇化水平通常越高，

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分割越是明显，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城乡二元分割

的特征越不明显，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本地居民间的差异性较低甚至不明显。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与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具有直接关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通常越是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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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的消减对策 

在现行制度体制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面临着制度性、经济性、社会性、文化性以及自身方面的障碍，已成为一个函

待解决的综合性问题。消减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障碍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具体包括倒逼结构性制度改革，为新生代农

民工城市融入肃清制度障碍；注重自身增能与外部赋能，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完善社会支持网络，增强新生代农民

工的城市人文关怀；倡导先进文化与共有价值，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培育软环境。 

（一）倒逼结构性制度改革，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肃清制度障碍 

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新生代农民工的辛勤付出与努力贡献。但是，由于诸如户籍制度、劳动就业体制、教育

体制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难以享受到与流入地城市居民同等的各项政策利好。从本质上讲，阻碍新

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根本障碍在于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如果中国现行的二元户籍制度不进行根本性变革，那

么新生代农民工就会一直处于走出农村却进不去城市的游离状态，而难以彻底地融入城市社会。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户籍制

度改革已经迈开了步子，并且一直处于探索前进的境况，但户籍制度、社保制度、教育制度尚未发生根本性变革。因此，在当

前这个处于改革攻坚关键时期，推进城市化进程、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需要积极进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顶层制

度设计，不断进行结构性制度改革和体制变革，从而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突破制度束缚、消除体制瓶颈。 

（二）注重自身增能与外部赋能，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 

经济融合是新生代农民工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并保持生活稳定的基础性条件。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经济融合的关键在于提

升其人力资本，并通过加大外部赋能以激活其自身增能和自致能力，进而实现与流入地城市居民的人力资本互融。提升新生代

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促进地区教育资源均等化，从源头上削弱新生代农

民工遭受的功能性社会排斥，弱化公共教育资源对城市本地居民的偏向性配置；第二，健全并完善义务教育“两为主方针”，保

证流入地城市的公办学校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义务教育收费和管理与当地户籍学生同等对待，以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居

住地就近接受义务教育提供制度保障；第三，构建多元化的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机制，加强地方政府对公益性培训服务机构和

有偿性技能培训机构的资本支持、技术支持；第四，增进新生代农民工主动接受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的意识，努力打破培训市

场与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的壁垒，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与创业提供支撑。 

（三）完善社会支持网络，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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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离不开社会网络支持以及社会性互动。新生代农民工离开故土而进入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城市社

会，失去了其原本熟悉的社会网络与生活环境。与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原本由流出地政府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障与服

务。社会网络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的缺失，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长期游走于城市边缘而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因此，建立一种以社会

关系网、城市社区、流入地企业以及政府相结合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综合性网络具有现实依据。除此之外，还要积极引导

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城市社会公共活动和社区文体活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与流入地城市居民的良性互动，以此增强对新生代农

民工的城市人文关怀。最后，努力探索并推动流动人口社会管理模式变革，促进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以及拥有与流入

地城市居民权利平等，并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且与流动人口社会管理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以此增进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

人文关怀。 

（四）倡导先进文化与共有价值，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培育软环境 

传统观念束缚与文化融合障碍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低效的重要成因。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本地居民相异文化范式

使得流入地城市的整体文化在撕裂中呈现出碎片化特征，难以正常发挥文化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作用，相反可能加大了新生代农

民工与城市本地居民的社会分离几率。培育先进文化与共有价值，加强文化建设、引导核心价值并整合文化资源，有助于为新

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创造软环境。首先，有意识地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主体重构，以此消减城乡不同文化间的界限与隔阂，从

而缓解新生代农民工与流入地城市居民间的文化冲突。其次，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建设投入，充分挖掘新生代农民工可为

流入地城市居民借鉴与学习的文化资本。与此同时，促进流入地城市象征性、独有性文化的传承，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

感染。最后，进一步强化思想与文化教育、价值引导以及典型示范作用，充分发挥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并激励新

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心理等层面积极融入城市。 


